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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官员家庭对子女创业的影响,并进一步分

析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官员家庭显著抑制了子女的创业行为,降低了创业发生

概率.第二,教育筛选机制能够解释官员家庭抑制创业现象,即官员家庭子女由于普遍拥有

更长的教育年限而往往更不愿意选择风险较大的创业型工作.第三,官员家庭对创业的抑制

主要来源于父亲为官,母亲为官对子女的创业影响不显著.此外,文章进一步甄别了可能与

教育筛选并存的两种抑制创业的机制.出于“在位避嫌”的考虑,官员家庭会抑制子女创业,
但是教育筛选仍然是其最主要的现实机制.相关的稳健性分类检验都支持了上述结论,并在

此基础上得出了鼓励创业和保障就业公平的政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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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１４年９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公开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
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开始掀起“双创”热潮,国家和地方政府也相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

持个人创业.根据新华网􀅰蓝鲸传媒联合发布的«２０１５双创白皮书»所做统计,２０１４年全年

收录到的新成立公司４２４７家,意味着每隔２小时就有一家新公司成立,创业常态趋势已然

形成.“大众创业”目标的实现有利于缓解就业岗位供需矛盾、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和缓解

收入分配不公,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明确个人

创业选择的影响因素,是保证国家和地方政府能够制定有效的鼓励创业政策,最终实现“大
众创业”目标的前提,因而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焦点.

　　大量研究中国创业影响机制和因素的成果都发现个人特征、环境氛围和制度政策是影

响创业发生的三个主要因素.朱明芬(２０１０)还对以上三类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了排序,认
为一般环境因素对创业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家庭环境因素次之,个人素质因素较小,而现

有研究对创业行为影响程度较大的家庭因素讨论则不够完备,对家庭存在官员背景影响创

业发生概率的研究成果更不多见.李雪莲等(２０１５)发现,有职位的公务员家庭显著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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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的创业概率,给出的解释是存在寻租动机.吴一平和王健(２０１５)在考察政治网络对创

业的影响机制时,指出了公务员家庭之所以创业概率高,是因为拥有较强的政治网络.

　　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第一,官员家庭促进还是抑制了子女就业并没有

得出公认的结论.从理论上说,父母为官可能会为儿女创造更好的创业条件,但是与此同

时,官员家庭的良好背景也可能促使子女更没有创业的需求和迫切动机.从实践角度看,基
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给出的直观统计结果也表明官员家庭的子女绝大多数并

没有从事创业活动,例如CGSS２０１０、CGSS２０１２和CGSS２０１３中分别仅有１２．９０％、１０．８１％
和１０．１４％的官员家庭子女选择从事创业活动,虽然这还不足以表明官员家庭就是抑制子女

创业的原因,但显然至少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官员家庭会更容易发生创业.第二,官员家庭影

响子女创业选择的机制尚未明确.现有研究把官员家庭影响子女创业的原因大多归结为寻

租(李雪莲等,２０１５)或政治网络(吴一平和王健,２０１５),但是寻租动机普遍存在于公务员的

经济活动中,以此解释公务员家庭创业概率的增加恐难完备,而政治网络的解释基于东欧转

型国家,与中国的现实情况未必完全相符.

　　为此,本文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我们不仅没有观察到官员家庭对子女创业发

生概率的提升效果,反而发现官员家庭甚至可能抑制后代的创业选择.通过进一步构建中

介效应模型,我们对官员家庭抑制子女创业给出的一个解释是:官员家庭普遍为后代提供了

更长的受教育机会,而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受访者越不愿意选择风险较大的创业,形成所谓

“教育筛选”效果,促使后代自主放弃创业尝试而更多选择进入稳定单位从事工作.

　　本文另一个贡献是进一步识别了官员家庭抑制子女创业的来源.我们发现父亲和母亲

为官对子女创业的影响效果完全不同,具体来说,如果以副处级作为官员的认定标准,父亲

为官才会显著抑制了子女的创业热情,而类似这样区分父母双方为官不同效应的工作在以

往研究中还很少见.本文还充分考虑到甄别可能与教育筛选并存的抑制创业的机制,主要

包括在位避嫌和人走茶凉.官场的在位避嫌和人走茶凉是普遍现象,而这两种机制都有可

能造成官员家庭抑制子女创业,如果我们坚持教育筛选的故事,就必须甄别这两种机制.

　　为此接下来的工作包括:第二部分结合已有文献阐述官员家庭抑制子女创业的教育筛

选机制;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模型和基准回归过程;第四部分进行分类检验,分别考察不同户

籍和官员地理条件下的抑制效果;第五部分甄别与教育筛选可能并存的两种机制;第六部分

区分父母为官对子女创业选择的不同影响;最后是结论.

二、官员家庭抑制子女创业的可能机制:教育筛选

　　大量研究发现高学历劳动力普遍愿意选择风险较低的稳定工作,即使这些工作往往只

能提供相对较低的收入.这个结论可以得到中国部分微观调查的支持: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CHIP)２００８年数据显示,城镇６２．９４％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受访者和７２．６４％的硕士及以上

学历受访者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与集体独资或控股企业从事较稳定的工作.与

此同时,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与集体独资或控股企业工作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受访者

月平均工资为２４７４．８５元,而同年同等学历水平受访者在其他单位工作的月平均工资可达

２５８３．７６元.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收入差距甚至更大,收入均值分别为３０５８．８９元和３６９７．１２
元.一些学者认为高学历劳动力之所以愿意选择风险较低的工作,是因为高学历劳动力往

往更加厌恶风险,或者说,劳动力随着教育年限的延长会更加厌恶风险(Nordin等,２０１０;陈
昊,２０１１);另一些观点则认为高学历劳动力倾向于择业稳定,主要是为了获得稳定收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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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应付持续性开支例如贷款买房(Dan等,２００９;陈昊和赵春明,２０１６).总之,高学历劳动力

确实更加偏好稳定工作.

　　在众多就业选择中,创业显然属于风险较高的一种选择(Boyd和 Vozikis,１９９４;KrueＧ
ger和Brazeal,１９９４;Hmieleski和Corbett,２００６;Barbosa等,２００７).既然选择创业风险较

高,而高学历劳动力又普遍偏好稳定,因此许多高学历劳动力倾向于回避创业选择,即使创

业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尤其对那些低端化创业(例如仅仅成为个体工商户),高学历劳动

力可能更不愿意参与其中.官员家庭由于拥有较好的教育条件和更强的教育便利获取能

力,更容易为后代创造良好的受教育环境,从而延长子女的教育年限,这些也将在稍后的统

计描述中更加明确地显示出来.所以,作为高学历劳动力的官员家庭子女,自主选择风险较

低的稳定工作并不意外.

　　事实上,教育年限延长带来了回避创业选择是一个“自筛选”过程.官员家庭抑制子女

创业动机并不是因为父母强迫子女选择放弃创业,后文我们也将进一步甄别可能的并存机

制,发现即使出于“在位避嫌”的需要或面临“人走茶凉”的现实,都还不足以强迫子女放弃创

业.官员家庭的良好受教育条件自然而然地促进了子女教育年限的延长,而子女成为高学

历劳动力后通过自主的“筛选”偏向于放弃创业.当然,由于官员主观上的避嫌和客观上的

人走茶凉都有可能同样带来创业抑制,因此甄别是必要的.综上所述,给出如下命题１.

　　命题１:官员家庭抑制了子女的创业选择,因而降低了创业发生概率.

　　官员家庭之所以能够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是因为官员家庭拥有更好的物质条

件和人脉关系.从物质条件角度看,李雪莲等(２０１５)证明了有职务的公务员家庭在资产水

平尤其是净资产水平上具有显著优势.官员家庭拥有更多的净资产,在其消费预算安排上

就有能力更偏向于投资子女教育,因此能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从人脉关系角度看,
李雪莲等(２０１５)和吴一平等(２０１５)分别指出,公务员家庭的社会交往比较广泛,政治网络比

较强大,而拥有强大的社交网络能够便于官员家庭为子女争取更受关注和偏爱的教育环境

和资源,例如让子女更被老师关注和选择成为重点培养对象.据此得出命题２.

　　命题２:官员家庭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从而普遍延长了子女教育年限,进而促

使子女偏向于拒绝选择风险相对较高的创业.

　　我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官员家庭抑制子女创业的来源究竟是父亲还是母亲? 或者

说,是来源于父亲方面还是母亲方面的影响更为重要? 大量相关研究表明父母工作或行为

的重大变动,对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存在完全不同的影响(Theodossiou,１９９８;Dolan,２００２;

Kim,２００４;Kuhn等,２００９;魏姝,２０１１).赵颖(２０１６)在研究父母下岗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时

发现,由于男性下岗职工比女性下岗职工面临的精神压力要大,因此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
父亲的风险偏好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子女风险偏好的形成.此外,由于父亲下岗后的时间

很少分配在为子女教育提供良好的后勤保障上,因而往往会在更大程度上抑制子女受教育

水平的上升.可以猜测,如果父亲为官反过来就可能更能促进子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从而

容易进入稳定单位工作.于是给出命题３.

　　命题３:子女创业动机被抑制的主要来源是父亲,即父亲为官更能显著降低子女的创业

概率.

　　接下来的实证工作需要验证以上三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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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模型与基准回归

　　(一)数据.我们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入户数据获得本研究需要的样本信

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自２００３年起,
每年一次对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１００００多户家庭进行连续性横截面调查,现在已向所有

授权用户公开八套数据(除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９年三年外).考虑到本文关注话题所需

变量,使用“CGSS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３”的三套数据,因为这三年的调查都提供了关于受访者

父母职务级别的信息,有利于我们定义官员家庭.

　　针对本文研究主题首先需要识别创业

者:在入户调查时,受访者会被问到“下列各

种情形,哪一种更符合您目前的工作的状

况”,如果受访者选择“个体工商户”或“自己

是老板(或是合伙人)”,就认为他们实际上从

事创业活动.当然,“个体工商户”相对于传

统意义上的创业者来说,“创业门槛”显然更

低,是否能够代表创业的普遍情况还需进一

步讨论,后文详述.如果针对此问题受访者

没有做出任何有效选择,我们认为样本关键

变量的缺失并将该受访者排除工作样本之

外,最终得到有效样本共１３８３１个,占三年总

样本 量 的 ３９．５３％.参 考 已 有 研 究 成 果

(Aldrich,１９９８;Wong 等,２００５;Djankov,

２００６;罗明忠,２０１２;阮荣平等２０１４;)选取其

他影响创业发生概率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主要变量的含义及数据获取方式见表１.

　　为了得到对官员家庭子女发生创业情况

的直观印象,有必要统计比较官员和非官员

家庭的子女创业发生情况,如表２所示.我

们定义在文中若不做特殊说明,官员家庭指

的是“父亲或母亲至少一方级别不低于副处

级”.之所以关注副处级以上官员,是因为中

央的许多相关文件都重点针对副处级及以上

官员进行规范,而副处级往往也是在各级单

位中拥有实权的级别起点.当然从大部分地

区通用的行政级别设置规则来说,股级就已

经被认定为有级别的官员,因此表２也同样

报告了以股级作为划分标准的描述性统计结

果.总体上看,在 CGSS２０１０、CGSS２０１２和

CGSS２０１３的入户调查中,创业样本占比大

概维持在总样本的２０％－２２％,其中２０１０

表１　主要变量含义及数据获得方式

变量 含义 数据获得方式

startup 创业二元变量 受访者选择目前工作状况.

flevel 父亲的行政级别 受访者回答:“您父亲的职务级别”.

mlevel 母亲的行政级别 受访者回答:“您母亲的职务级别”.

official 官员家庭 flevel和 mlevel 至少有一个在副处级
(含)以上.

gender 性别 受访者填写“性别”信息.

age 年龄
受访者回答:“您出生的日期是什么”,以
调查当年减去出生年.

religion 宗教信仰 受访者回答“您的宗教信仰”.

educ 教育年限
受访者回答:“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
“您获得最高学历的年份”.

marry 婚姻状况 受访者回答:“您目前的婚姻状况”.
party 政治面貌 受访者选择:“您目前的政治面貌”.

belief 信任
受访者回答:“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
别人会想办法占您的便宜”.

income 个人收入
受访者回答:“您个人去年总收入是多
少”.

wincome 配偶收入
受访者回答:“您配偶或同居伴侣去年全
年的总收入是多少”.

hreg
户籍性质

户籍所在地

受访者回答:“您目前的户口登记状况是
什么”.
受访者回答:“您目前的户口登记地是什
么”.

fparty 父亲的政治面貌 受访者回答:“您父亲的政治面貌”.

mparty 母亲的政治面貌 受访者回答:“您母亲的政治面貌”.

fage 父亲的年龄 受访者回答:“您父亲是哪一年出生的”.

mage 母亲的年龄 受访者回答:“您母亲是哪一年出生的”.

表２　创业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指标 全体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有效样本总量 １３８３１ ４５８８ ４６４４ ４５９９
子女创业总样本数 ２９３１ １０４１ ９６５ ９２５
其中:自己当老板(或合伙人)
的样本数 ４１８ ２２７ １０２ ８９

子女创业样本在有效样本中
的占比(％) ２１．１９ ２２．６９ ２０．７８ ２０．１１

子女当老板(或合伙人)样本
在子女创业总样本中的占比
(％)

１４．２６ ２１．８１ １０．５７ ９．６２

官员家庭样本数 ２１０ ９３ ７４ ４３
官员家庭样本在有效样本中
的占比(％) １．５２ ２．０３ １．５９ ０．９３

官员家庭子女创业样本数 ２４ １２ ８ ４
官员家庭子女创业样本在子
女创业总样本中的占比(％) ０．８２ １．１５ ０．８３ ０．４３

股级及以上家庭样本数 １１０２ ４３４ ３８２ ２８６
股级及以上家庭样本在有效
样本中的占比(％) ７．９７ ９．４６ ８．２３ ６．２２

股级及以上家庭子女创业样
本数 １３０ ５８ ４３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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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调查中达到最高为２２．６９％.但是在这

些入户调查中,绝大多数受访者是以“个体工

商户”的工作身份被识别进入创业样本群的,
只有１４．２６％的受访者是“自己当老板(或合

伙人)”.

　　比较官员家庭样本占比和官员家庭子女

创业样本占比,是表２最重要的意义,因为这

直接逼近了本文主题:在入户调查随机性足

够充分的条件下,如果官员家庭子女创业样

本在总创业样本中的份额显著低于官员家庭

在总有效样本中的份额,就有理由怀疑官员

家庭可能抑制了子女创业发生.而事实确实

如此,官员家庭的占比(１．５２％)要显著高于

续表２　创业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指标 全体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股级及以上家庭子女创业样
本在子女创业总样本中的占
比(％)

４．４４ ５．５７ ４．４６ ３．１４

有效样本教育年限均值(年) １０．９５ １０．９６ １０．９０ １０．９９
股级至副处级(不含)家庭教
育年限均值(年) １２．９２ １２．５３ １３．３６ １３．９４

官员家庭子女教育年限均值
(年) １４．３９ １４．６４ １３．８４ １４．８１

有效样本中创业样本教育年
限均值(年) ９．３８ ９．３５ ９．１１ ９．６９

其中:自己当老板(或合伙人)
的教育年限均值(年) １１．１４ １０．８０ １１．４２ １１．６９

　　注:最后两行之所以选取报告有行政级别而非副

处级以上,是因为母亲为副处级以上的官员家庭太

少,容易造成总官员家庭样本统计结论受异常值干

扰,报告中位数而非均值也是出于相同考虑.

官员家庭子女创业的占比(０．８２％).当然由于观察期内官员家庭数量有限,基于有限样本

的统计结论不能成为确认官员家庭抑制就业的理由,但是至少表明普遍认为官员家庭子女

更容易发生创业并不让人完全信服,这正是进行实证工作的必要所在.值得一提的是,即使

我们把条件放宽到股级,家庭占比(７．９７％)也显著高于子女创业占比(４．４４％).

　　此外,根据理论机制的描述,我们猜想是因为官员家庭子女受教育年限长,因而更不愿

意从事创业工作.更进一步的验证同样依赖后续的实证工作,但是在统计描述上要得出这

一结论也需要满足两个前提:一是官员家庭子女的教育年限更长,表２指出官员家庭子女教

育年限均值高于整体样本均值３．４４年;二是创业者的教育年限确实相对其他工作人群更

短,至少比官员家庭更短.表２首先指出了创业者的教育年限均值低于整体样本均值１．５７
年.随之而来的质疑是由于创业样本中包含太多个体工商户,而个体工商户普遍偏低的受

教育水平可能拉低了整体创业水平,为此表２最后一行报告了自己当老板(或合伙人)的情

况,发现即使是自己当老板的受访者,教育年限均值也显著低于官员家庭.以上讨论表明至

少从统计上看,官员家庭子女受教育水平更高应该有可能是官员家庭抑制创业的原因.

　　(二)模型.构建Probit模型,估计官员家庭对子女创业概率的影响:

Prob(yi ＝１)＝α０＋α１officiali＋α
→

iX
→

i＋μi (１)
其中:Prob(yi ＝１)为样本选择创业的概率;officiali 是官员家庭虚拟变量,如果受访者来

自官员家庭,则officiali＝１,否则officiali＝０.X
→

i 是控制变量向量,包括年龄、性别、政治面

貌、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和社会态度,其中社会态度用对他人的信任度来衡量.μi

为残差项.但是Probit模型只能估计官员家庭对子女创业发生概率的影响,并不能验证官

员家庭影响子女创业概率的机制,根据上文给出的机制分析,结合方程(１)进一步构建中介

效应方程组:

educi ＝β０＋β１officiali＋β
→

iX
→

′i＋εi (２)

Prob(yi ＝１)＝δ０＋δ１officiali＋δ２educi＋δ
→

iX
→

′i＋ηi (３)

其中:educ为中介变量:教育年限,X
→

′i 为除educ以外的控制变量.若回归结果表明在方

程(１)的α１、方程(２)的β１ 显著的条件下,方程(３)的δ２ 显著且δ１ 显著性降低甚至不显著,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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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中介效应存在,官员家庭确实通过影响子女的受教育水平来干预他们选择创业的概率,
这是Baron和 Kenny(１９８６)提出的检验中介效应的逐步法(causalstepsapproach).

　　对上述模型需要处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Probit模型中的官员家庭可能存在内生性.
父母为官客观上要求谨慎和规避风险的性格,可能通过遗传和家庭教育传给子女,因此存在

同时影响父母为官和子女创业的不可观测因素.如果内生性存在,不仅影响Probit模型回

归结果的一致性,也使教育水平作为中介变量的机制变得不可信,为此进一步构建工具变量

Probit模型:

Prob(yi ＝１)＝α０＋α１officiali＋α
→

iX
→

i＋μi

official＝θ０＋θ
→

jz
→

j ＋κj 　 (z
→

为工具变量向量) (４)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官员家庭本身属于二元离散虚拟变量,因此接下来的工具变量

Probit模型只能使用线性概率模型的２SLS.

　　第二,创业样本毕竟很少,在有效样本中平均占比仅为２１．１９％,官员子女创业在总创业

样本中的占比甚至不足１％,此时在Probit模型中就会出现大量０值而极少１值的情况,造
成回归结果出现显著偏差,为此需要对方程(１)进行稀有事件偏差调整.

　　此外,中介效应往往在经济学研究中受到比管理学更多的质疑,主要基于两方面的理由:
第一,为什么教育年限是中介变量而不是原方程遗漏的解释变量? 这个问题很好回应.根据

Baron和Kenny(１９８６)普遍被接受的提法,因为在接下来的所有中介效应验证回归中,我们都

可以看到方程(３)中的δ１ 不显著,这也是中介效应成立的要求之一,那么如果教育年限是原方

程遗漏变量,意味着官员家庭对子女创业毫无影响,这显然与已有研究结论和现实不符.此

外,Sobel􀆼Goodman中介效应检验也将证明教育直接影响子女创业的效应相对中介效应而言

不显著,可见教育年限作为中介变量更加合适;第二,一些学者质疑逐步法检验中介效应的准

确性(Spencer等,２００６;Edwards和Lambert,２００７;Hayes,２００９),因此建议采用Bootstrap 法直

接检验系数乘积的显著性(Zhao等,２０１０).为此本文同时采用基于Bootstrap 的Sobel􀆼GoodＧ
man法检验中介效应,以进一步增强教育年限作为中介变量的可信度.

　　(三)基准回归与对照检验.

　　１􀆰 基准回归.利用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方程组评估官员家庭对子女创业发生概

率的影响,并检验教育年限作为中介变量的合理性,结果如表３所示.首先,我们观察到

父母为官不仅没有鼓励创业,反而显著降低了子女成年后从事创业的概率;其次,教育年

限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中介变量,表现在对方程(２)的回归发现父母为官延长了子女的教育

年限,而对方程(３)的回归则发现控制教育年限变量后,官员家庭对子女创业的影响变得

不显著.这些都完全符合中介效应成立的要求,证明教育年限确实是官员家庭抑制子女

创业的中介.更为关键的是,基于Sobel􀆼Goodman 中介效应检验证明了教育年限在官员

家庭和子女创业中间,起了完全中介效应的作用(直接效应不显著),以上工作初步验证了

命题１和命题２.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含有内生变量和稀有事件的情况,其中稀有事件调整利用补对

数－对数模型实现.结果分别见表３第５列和第６列.我们看到内生性wald 检验证明官

员家庭变量确实存在内生性,而作为工具变量的父母政治面貌与官员家庭存在显著相关性,
因此是父母为官的良好工具变量.在２sls回归下,官员家庭对创业的抑制甚至更加强化

了,而经过稀有事件偏差调整后,抑制作用依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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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Probit模型与中介效应:官员家庭与子女创业发生

变量 方程(１) 方程(２) 方程(３) 方程(４) 稀有事件偏差调整

官员家庭 －０．４０３∗∗∗ (０．１１６) ３．６２７∗∗∗ (０．１８９) －０．１４４(０．１１９) －０．５３４∗∗∗ (０．１１１) －０．６５９∗∗∗ (０．２０５)
政治面貌 －０．２６８∗∗∗ (０．０２９) １．６８１∗∗∗ (０．０７２) －０．１６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８) －０．４０５∗∗∗ (０．０４５)

年龄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１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婚姻状况 ０．３８６∗∗∗ (０．０３７) －０．３０９∗∗∗ (０．０８６) ０．３７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９６∗∗∗ (０．００９) ０．６２８∗∗∗ (０．０６３)
宗教信仰 ０．３５５∗∗∗ (０．０３５) －１．５２１∗∗∗ (０．１０３) ０．２５４∗∗∗ (０．０３７) ０．１１０∗∗∗ (０．０１２) ０．５１８∗∗∗ (０．０５０)

性别 ０．１２１∗∗∗ (０．０２７) －０．４７２∗∗∗ (０．０６９) ０．１１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８) ０．１７６∗∗∗ (０．０４１)
信任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７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８９∗∗∗ (０．０１８)

教育年限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３)
Wald ３５６．５０ ３５０．９８ ８３４．４８ ４００．００ ３６０．３４
Adj􀆼R ０．０２６ ０．１４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８
Adj􀆼Obs １３７６２ １３６６３ １３６６３ １３７６２ １３７６２

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

父政治面貌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４)
母政治面貌 ０．０９５∗∗∗ (０．０１４)

Sobel􀆼Goodman 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６)
直接效应 －０．０２４(０．０２８)

　　注:()中报告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同时报告

Sobel􀆼Goodman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后文表格均与本表相同.篇幅所限,本文涉及使用２sls的,表中都没有

报告其他验证工具变量有效性的检验结果,例如不可识别检验中的 K􀆼PrkLM 统计量,弱识别检验中的F
统计量,过度识别检验中的 Hanson􀆼J 统计量等,需要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基准回归的其他结果提示与已有研究类似的结论:非共产党员、有宗教信仰和男性更愿

意选择创业,值得一提的是,信任变量对创业发生概率有负向作用.越感到对他人不信任,
就越愿意选择创业,这可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新故事,更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

将发现,父亲为官对子女创业的抑制效应几乎是官员家庭抑制创业效应的全部来源.
表４　对照检验:不同家庭与不同创业类型

变量
创业全样本 个体工商户视为创业 老板(或合伙人)视为创业

官员家庭 干部家庭 官员家庭 干部家庭 官员家庭 干部家庭

家庭 －０．４０３∗∗∗ (０．１１６)－０．３１７∗∗∗ (０．０５８)－０．４４４∗∗∗ (０．１３４)－０．３７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９(０．１７３) －０．０４６(０．０９２)
政治面貌 －０．２６８∗∗∗ (０．０２９)－０．６０８∗∗∗ (０．０４２)－０．６９４∗∗∗ (０．０４６)－０．６８１∗∗∗ (０．０４６)－０．２０７∗∗∗ (０．０６５)－０．１８９∗∗∗ (０．０６６)

年龄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０．００２)
婚姻状况 ０．３８６∗∗∗ (０．０３７) ０．３９１∗∗∗ (０．０３７) ０．４０５∗∗∗ (０．０３９) ０．３９８∗∗∗ (０．０３９) ０．２４８∗∗∗ (０．０６８) ０．２５２∗∗∗ (０．０６８)
宗教信仰 ０．３５５∗∗∗ (０．０３５) ０．３３０∗∗∗ (０．０３６) ０．３２０∗∗∗ (０．０３７) ０．３２２∗∗∗ (０．０３７) ０．２６７∗∗∗ (０．０６４) ０．２７９∗∗∗ (０．０６４)

性别 ０．１２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４(０．０２６) ０．０１４(０．０２７) ０．２９１∗∗∗ (０．０４９) ０．２９６∗∗∗ (０．０５０)
信任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２)－０．０５２∗∗∗ (０．０１２)－０．０５３∗∗∗ (０．０１２)－０．０５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２)

Wald ３５６．５０ ４９３．７５ ４７５．９５ ４８４．３８ ８１．３８ ８０．５９
Adj􀆼R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Adj􀆼Obs １３７６２ １３５５３ １３３４５ １３１４３ １１２６６ １１０７４

　　２􀆰对照检验.进行两方面对照检验以确认Probit模型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区分家

庭对不同创业类型的影响.一方面,如前所述我们定义“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级别不低于副

处级”的家庭为官员家庭,如果我们将官员家庭样本筛除,在此基础上对剩余样本定义“父母

双方至少有一方级别不低于股级”家庭为“干部家庭”,①即父母双方均没有达到副处级但至

少有一方在股级(含)以上的家庭,那么从表２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看,干部家庭教育年限均值

比有效样本平均教育年限高１．９７年,虽然差距远远小于官员家庭与有效样本的教育年限差

距,但同样不可忽视,如果前面描述的故事存在,那么干部家庭应该也同样会抑制子女创业;
另一方面,在基准回归中将“个体工商户”和“自己当老板(或合伙人)”均视为“创业”,但前文

已反复强调事实上个体工商户相对于老板或合伙人而言,显然在成本和门槛方面更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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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创业特征,为了观察官员家庭对子女不同创业类型发生概率的影响,同样需要进行对照

检验.具体来说就是筛除个体工商户样本后,仅将工作身份为“老板(或合伙人)”视为创业

样本,对个体工商户视为创业的处理类似.

　　对照结果检验表明,即使将“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为副处级以上”的官员家庭条件,降低

为“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为股级以上”的干部家庭,对子女创业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即干部

家庭同样抑制了子女创业发生,这与干部家庭子女平均教育年限仍然显著高于一般家庭的

统计现实相符.如果将创业行为进一步细分,我们发现官员家庭和干部家庭对其中“自己当

老板(或合伙人)”这类创业行为不再显著抑制,当然也没有促进效果.而对“个体工商户”,
官员家庭和干部家庭的抑制效果就非常明显.结合表２的统计描述其实很好理解,因为自

己当老板(或合伙人)的样本教育年限本身也高于创业样本的平均水平,官员或干部家庭培

养更高受教育水平后代与后代选择做老板形式的创业不再冲突,就不至于抑制创业,这与本

文描述的故事没有冲突,并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反证.

四、分类检验:户籍差异与官员地理

　　(一)户籍分类检验.大量已有研究都发现不同户籍性质的创业者,选择创业的概率存

在本质差别.程广帅和谭宇(２０１３)建立了一个专门用于分析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影响因素

的理论框架,认为对农民工而言,政府支持、创业资本和创业动机是影响创业的三个最重要

关键变量.与朱明芬(２０１０)提出的一般环境因素、家庭环境因素和个人素质因素虽然存在

部分重合,但差别明显.专门针对农民工和农民创业动机的研究(石智雷等,２０１０;朱红根

等,２０１０;马光荣和杨恩艳,２０１１;罗明忠,２０１２;蒋剑勇和郭红东,２０１２;吴磊和郑风田,２０１２;
郝朝艳等,２０１２;朱红根和康兰媛,２０１３;张益丰和郑秀芝,２０１４;陈文超等,２０１４)分别证明了

不同因素对农业户籍创业者行为产生的影响,也提醒我们有必要进行分类检验,以观察官员

家庭对不同户籍后代创业的抑制效应.

　　根据受访者填写的户籍情况将有效样本分为两类,一类为非农户口和居民户口(以前为

非农户口),另一类为农业户口和居民户口(以前为农业户口).在 CGSS入户调查中,关于

户籍性质的选项还有“军籍”、“蓝印户口”、“没有户口”和“其他”四类,但无法识别究竟属于

非农户还是农业户,因此将选择这四类的样本排除在外.

　　表５为户籍检验结果,我们同样使用补对数－对数模型进行了稀有事件偏差调整,并对

不同户籍样本进行中介效应评估.首先,官员家庭对创业的抑制效果只体现在非农业户口

样本上.无论父母的户籍状况如何,如果孩子是农业户口,父母更不会因为为官而阻碍其选

择创业,这可能是因为农业户口的孩子找工作更不容易,创业显然是好的替代选择,实际上

也间接反映出就业市场的户籍歧视依然存在.当然由于官员子女中农业户口的样本实在太

少,或许还不足以得出结论.其次,官员家庭对非农户口样本的创业抑制作用明显,且中介

效应评估再次证明教育年限作为中介变量的合理性,从而进一步验证本文的故事.值得一

提的是,农业户口样本的Sobel􀆼Goodman 中介效应和直接效应均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副

处级以上官员家庭的农业户口子女,选择创业的样本过于稀少,但非农户口的验证依然成

功.此外,表５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前面所提现有研究的重要发现:影响不同户籍性

质的劳动力创业选择的因素往往存在本质差异.除官员家庭对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创业

概率具有显著差异性影响外,性别对不同户籍的影响也完全不同.对农业户口的受访者来

说,并没有因为是女性而更不愿意选择创业,但是对非农户口而言,男性依然是创业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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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户籍分类检验

变量
probit cloglog 中介效应模型

农业户口 非农户口 农业户口 非农户口 农业户口 非农户口

官员家庭 －０．０６３(０．５０６) －０．２３４∗ (０．１３１) －０．０７６(０．７１０) －０．４１３∗ (０．２３３) －０．３９５(０．６２５) －０．００５(０．１３３)
政治面貌 －０．３４１∗∗∗ (０．０７２)－０．６３７∗∗∗ (０．０５５)－０．４９９∗∗∗ (０．１１１)－１．１４２∗∗∗ (０．１０７)－０．３１０∗∗∗ (０．０７４)－０．４１２∗∗∗ (０．０５８)

年龄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０．０７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婚姻状况 ０．４５２∗∗∗ (０．０５５) ０．２６９∗∗∗ (０．０５２) ０．６７３∗∗∗ (０．０８８) ０．４６７∗∗∗ (０．０９１) ０．４５３∗∗∗ (０．０５５) ０．２８４∗∗∗ (０．０５３)
宗教信仰 ０．２３４∗∗∗ (０．０４９) ０．３８２∗∗∗ (０．０５４) ０．３１２∗∗∗ (０．０６４) ０．５９８∗∗∗ (０．０８０) ０．２２５∗∗∗ (０．０４９) ０．２６９∗∗∗ (０．０５６)

性别 －０．０３６(０．０３７) ０．１０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２(０．０５１) ０．１７１∗∗∗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８(０．０３７) ０．１２２∗∗∗ (０．０３８)
信任 －０．０７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７) －０．１０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７１∗∗∗ (０．０１６)－０．０３６∗∗ (０．０１７)

教育年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９１∗∗∗ (０．００６)

Wald １６２．４６ ２３９．７３ １５４．０１ ２３５．９５ １６５．７７ ４６９．５３
Adj􀆼R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７９
Adj􀆼Obs ５８４７ ７６０５ ５８４７ ７６０５ ５８０９ ７５４５

Sobel􀆼Goodman 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 －０．００７(０．００６)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６)
直接效应 －０．１２３(０．１８３) ０．００３(０．０２６)

　　(二)官员地理.现有研究容易忽略中国官员任职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所谓“官员地理”.
官员地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同级别官员在不同地区任职的能量(power)不同,主要是

在直辖市和普通省市任职存在差异.众所周知,直辖市的行政级别与省平级,甚至在实际影

响力上高于普通省份,而处级干部在直辖市的影响力很有限,但在普通省市下属的地级市往

往能够成为比较重要的实权干部.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对前文结论的质疑:之所以观察到

官员家庭抑制创业或对创业没有显著影响,是因为其中任职于直辖市的官员家庭过多,而这

些官员本身没有太多的能量去支持子女创业.为此有必要专门检验非直辖市官员家庭对创

业的影响.二是同级别官员在不同职位的能量也不同,主要是在党政机关和其他单位任职

存在差异.由于行政级别设置普遍,中国官员在企业、军队、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非党政机

关单位同样被赋予行政级别,但是相对于党政机关的同级别官员,其能量显然不足.因此,
如果只检验党政机关的官员家庭,是否就会出现鼓励子女创业的情况?

　　１􀆰非直辖市任职官员家庭.将受访者所在地区为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的样

本筛除,这里隐含着官员任职地区与家庭所在地区一致的前提假设.严格来说,官员存在异

地任职的情况和要求,少数官员任职地与家庭居住地也确实可能不同,但是异地任职的要求

一般发生在副司级及以上官员(地级市组织部长、地级市主要领导班子一把手、省厅厅长等)
身上,副司级以下官员的异地任职基本上发生在同一地级市的不同县之间,而CGSS调查副

司级以上官员家庭非常少,因此在无法获知官员任职地信息的情况下,以受访者居住地区作

为官员任职地不会发生显著偏差.

　　检验证明,非直辖市官员家庭同样抑制了子女创业发生,且教育年限依然是良好的中介

变量,这表明即使是相对能量较大的非直辖市官员,同样不会提高子女选择创业的概率,且
官员家庭通过教育筛选机制降低了子女创业概率的故事依然成立.值得一提的是,在考虑

了创业样本稀少的偏差调整后,官员家庭对创业的抑制作用有所削弱,但内生性检验证明,
使用父母双方政治面貌作为工具变量进行调整应该更符合实际研究需要.

　　２􀆰党政机关任职官员家庭.这里需要进行的处理是只将父母在党政机关任职的官员

家庭视为“有效的”官员家庭,观察这些更可能具备“实权”的官员家庭是否仍然抑制创业发

生.具体来说就是在官员家庭中进一步筛选出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在党政机关任职的视为

１,父母双方均在非党政机关任职的官员家庭与非官员家庭一样视为０.检验证明了父母至

少非一方在党政机关任职的官员家庭,同样显著抑制了子女的创业发生,这表明官员家庭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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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创业并非是因为在非党政机关任职的官员父母“没有能力”,而中介效应模型则进一步证

明了教育年限同样是党政机关任职官员家庭抑制创业的中介变量.

　　以上两方面的检验同样可以推向反面,即或许有人认为直辖市官员和非党政机关任职

官员的能量更强,因此我们同样分别进行了对照检验,结果并没有发生改变.篇幅所限需要

结果的读者可以索取.官员的地理分类检验见表６所示.
表６　官员地理分类检验

变量
线性概率模型的２sls cloglog 中介效应模型

非直辖市 党政机关 非直辖市 党政机关 非直辖市 党政机关

官员家庭 －０．３８８∗∗ (０．１５４) －１．０６９∗∗∗ (０．２５２) －０．３８０∗ (０．２３０) －０．６５９∗∗∗ (０．２０５) －０．０７９(０．１４３) －０．１４４(０．１１９)
政治面貌 －０．１５３∗∗∗ (０．００９)－０．０７１∗∗∗ (０．００８)－１．０４１∗∗∗ (０．０８０)－０．４０５∗∗∗ (０．０４５)－０．４５７∗∗∗ (０．０４８)－０．１６９∗∗∗ (０．０３１)

年龄 ０．００１∗∗∗ (约为０) ０．００１∗∗∗ (约为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婚姻状况 ０．０９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９４∗∗∗ (０．００９) ０．５７４∗∗∗ (０．０６７) ０．６２８∗∗∗ (０．０６３) ０．３６５∗∗∗ (０．０４１) ０．３７１∗∗∗ (０．０３８)
宗教信仰 ０．０９４∗∗∗ (０．０１３) ０．１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４０８∗∗∗ (０．０５２) ０．５１８∗∗∗ (０．０５０) ０．２２４∗∗∗ (０．０３８) ０．２５４∗∗∗ (０．０３７)

性别 ０．００７(０．００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９(０．０４１) ０．１７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０．０２８) ０．１１２∗∗∗ (０．０２８)
信任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０．０１７∗∗∗ (０．００３)－０．０９１∗∗∗ (０．０１９)－０．０８９∗∗∗ (０．０１８)－０．０５８∗∗∗ (０．０１３)－０．０５５∗∗∗ (０．０１２)

教育年限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４)－０．０７２∗∗∗ (０．００３)

Wald ５２３．６４ ３８０．６５ ３７１．９９ ３６０．３４ ６２５．９５ ８３４．４８
Adj􀆼R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７
Adj􀆼Obs １１２３８ １３７６２ １１２３８ １３７６２ １１１６３ １３６６３

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

父政治面貌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
母政治面貌 ０．０８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０)

Sobel􀆼Goodman 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６)
直接效应 －０．０１４(０．０３７)

五、并存机制识别:官员“在位避嫌”与“人走茶凉”

　　以上一系列检验的中介效应模型证明,官员家庭抑制子女创业符合教育筛选的基本故

事,但这并不能够确认“教育筛选”是唯一的合理解释.事实上官员对子女创业的支持力度,
至少还可能被两方面的机制所削弱:在位避嫌与人走茶凉.无论是出于“在位避嫌”的需要,
还是迫于“人走茶凉”的现实,官员都有可能主动抑制子女选择创业的动机.我们有必要进

一步识别这些可能与教育筛选并存的机制.

　　(一)“在位避嫌”:未达退休年龄官员家庭.“在位避嫌”指的是官员在位期间出于“避
嫌”需要,主动抑制或至少不鼓励子女从事创业活动.从１９８４年至今,党和政府发布过近

２０份涉及“禁止官员及亲属经商”内容的规定,这是造成官员家庭“在位避嫌”的主要制度原

因.如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３日出台的«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第一次对官

员的家庭成员做出明确要求:“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

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
类似要求一直针对党员干部存在,也从制度上成为官员家庭抑制子女创业的可能原因.

　　在只有教育筛选机制并控制教育年限的情况下,前面的中介效应模型已经证明了官员

家庭将不再对创业概率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如果存在“在位避嫌”,由于其影响创业发生概

率的方向与教育筛选机制相同,因此即使控制教育年限,在位官员家庭应该仍然会抑制子女

创业.问题的关键在于筛选出“在位”官员.

　　根据现行官员退休年龄的相关规定,一般只有担任副部级以上官员才能在６５岁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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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其他副处级及以上官员最迟退休年龄男性不能超过６０周岁,女性不能超过５５周岁,①

而CGSS调查中所访问到的官员家庭的为官级别绝大多数在副厅级以下,因此可以通过排

除在访问当年年龄已经超过６０岁(男性)或５５岁(女性)的官员家庭来获得“在位”官员家庭

的样本信息.值得说明的是,根据惯例许多官员会在退休前几年就被安排到非领导岗位或

至少是非一线领导岗位,但是调查中我们无法获得更细致的履历信息,因此只能以受访当年

不高于６０岁或５５岁作为标准.②

　　表７的(１)和(３)分别为工具变量Probit模型、补对数－对数模型对受访当年未达退休

年龄官员家庭影响子女创业的回归结果,为了区分教育筛选的作用,需要始终控制教育年限

变量,这与前文的中介效应模型设定一致.可以发现,虽然控制教育年限后官员家庭对子女

创业的抑制效果只在１０％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但是毕竟具有统计意义.这表明教育筛选依

然是解释官员家庭抑制创业的主要机制,与此同时也存在“在位避嫌”的考虑.这并不意外,
因为国家对领导干部有严格的亲属经商限制,而绝大多数创业都与经商有关,作为官员尤其

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就不能不考虑通过主动抑制子女创业动机来避免相关嫌疑.
表７　并存机制甄别

变量
probit cloglog

(１) (２) (３) (４)
官员家庭 －０．６１４∗ (０．３２９) －０．４９５(０．５２０) －１．２６６∗ (０．７０９) －０．７５９(０．９８３)
政治面貌 －０．４０９∗∗∗ (０．０４４) －０．６３０∗∗∗ (０．０４２) －０．７１９∗∗∗ (０．０８０) －１．０４５∗∗∗ (０．０７６)

年龄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婚姻状况 ０．３７９∗∗∗ (０．０３８) ０．３９６∗∗∗ (０．０３７) ０．６１２∗∗∗ (０．０６３) ０．６３６∗∗∗ (０．０６３)
宗教信仰 ０．２４９∗∗∗ (０．０３７) ０．３２９∗∗∗ (０．０３６) ０．３４９∗∗∗ (０．０５２) ０．４７９∗∗∗ (０．０５０)

性别 ０．０７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６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９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９２∗∗ (０．０３９)
信任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８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８２∗∗∗ (０．０１８)

教育年限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８６∗∗∗ (０．００５)

Wald ８５５．４６ ４７８．５５ ８８６．６２ ４５８．４２
Adj􀆼R ０．０６２ ０．０３７
Adj􀆼Obs １３５０８ １３５６４ １３５０８ １３５６４

　　(二)“人走茶凉”:长期不在位官员家庭.与“在位避嫌”相对应的现象是“人走茶凉”,即
官员虽然享受的级别待遇没有变化,但是因为退休或其他原因离开实权岗位,其为官能量将

大幅下降,从而丧失了帮助子女创业的人脉和能力.

　　如果存在“人走茶凉”,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现象是已经长期不在位的官员家庭更会抑

制创业发生,因为“人走茶凉”使得官员无法帮助子女创业,所以控制教育年限变量后应该仍

保留显著抑制效果.由于我们无法从受访者的回答中获得其开始创业的时间信息,为保险

起见,以受访者１４岁时父母的就业状况作为判断标准,其中除选择“受雇于他人(有固定雇

主)”外的样本均为不在位官员家庭样本.需知１４岁绝大多数子女还无法从事创业活动,所
以到了子女创业选择和发生的时候,“人走茶凉”的情况就更有可能发生.

　　为此,我们将受访者１４岁时父母仍然处于“受雇于他人(有固定雇主)”的官员家庭排

除,剩下的官员家庭赋值１,其余家庭赋值０.表７的(２)和(４)分别为Probit模型、补对数

－对数模型对已经长期不在位官员家庭影响创业的回归结果.显而易见,“人走茶凉”的机

􀅰７７􀅰

陈　昊、吕　越:官员家庭抑制子女创业之谜:基于教育筛选的解释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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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退休的在受访者创业时肯定没有退休,反之不亦然.



制并没有被观察到.当保留长期不在位的官员样本后,官员家庭对创业的抑制效果不仅没

有更加明显,反而变得完全不显著,表明官员父母离开岗位后损失的人脉或权力对子女创业

选择动机的影响有限.

　　综上所述,事实上无论是“在位避嫌”还是“人走茶凉”都无法替代“教育筛选”成为官员

家庭抑制创业的核心机制.经过检验,“在位避嫌”虽然存在但显著性水平很低,而“人走茶

凉”则完全没有被观察到.现实中许多官员父母不愿意子女创业,主要还是归结于教育筛选

的作用,官员家庭为子女提供的良好受教育条件普遍延长了子女教育年限,而高学历劳动力

本来就偏向于从事稳定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依靠外力强迫实现,而是自主选择行为.

六、进一步讨论:抑制效应来源于父亲还是母亲?

　　现在我们将利用父母的行政级别进一步识别抑制效应的来源.本文定义“父母双方至

少有一方行政级别在副处级(含)以上”的家庭为“官员家庭”,然而事实上父亲为官和母亲为

官对子女的影响应该存在差异.为此有必要分别控制父亲和母亲的行政级别,观察抑制效

应究竟来源于父亲还是母亲.
表８　抑制效应来源检验

变量
probit cloglog 中介效应模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父亲为官 －０．３７６∗∗∗ (０．１２１)－０．４０３∗∗∗ (０．１１９)－０．６１８∗∗∗ (０．２１３)－０．６６２∗∗∗ (０．２１０) －０．１４４(０．１２５) －０．１５１(０．１２２)
母亲为官 －０．３８１(０．３６８) －０．６６９(０．７１０) －０．１０３(０．３７７) －
政治面貌 －０．２６８∗∗∗ (０．０２９)－０．２６８∗∗∗ (０．０２９)－０．４０５∗∗∗ (０．０４５)－０．４０５∗∗∗ (０．０４５)－０．１６９∗∗∗ (０．０３１)０．１６９∗∗∗ (０．０３１)

年龄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婚姻状况 ０．３８６∗∗∗ (０．０３７) ０．３８６∗∗∗ (０．０３７) ０．６２８∗∗∗ (０．０６３) ０．６２９∗∗∗ (０．０６３) ０．３７１∗∗∗ (０．０３８) ０．３７２∗∗∗ (０．０３８)
宗教信仰 ０．３５５∗∗∗ (０．０３５) ０．３５５∗∗∗ (０．０３５) ０．５１７∗∗∗ (０．０５０) ０．５１８∗∗∗ (０．０５０) ０．２５４∗∗∗ (０．０３７) ０．２５４∗∗∗ (０．０３７)

性别 ０．１２１∗∗∗ (０．０２７) ０．１２０∗∗∗ (０．０２７) ０．１７６∗∗∗ (０．０４１) ０．１７６∗∗∗ (０．０４１) ０．１１２∗∗∗ (０．０２８) ０．１１１∗∗∗ (０．０２８)
信任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２)－０．０５８∗∗∗ (０．０１２)－０．０８９∗∗∗ (０．０１８)－０．０８９∗∗∗ (０．０１８)－０．０５５∗∗∗ (０．０１２)－０．０５５∗∗∗ (０．０１２)

教育年限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３)－０．０７２∗∗∗ (０．００３)
Wald ３５５．８８ ３５５．４０ ３６０．１９ ３５９．５０ ８３４．４１ ８３４．７７
Adj􀆼R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７
Adj􀆼Obs １３７６２ １３７６２ １３７６２ １３７６２ １３６６３ １３６６３

Sobel􀆼Goodman 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６)－０．０７１∗∗∗ (０．００６)
直接效应 －０．０２７(０．０２９) －０．０２７(０．０２９)

　　表８的(１)、(３)和(５)证明,抑制效应来源于父亲为官,母亲为官对子女创业概率的影响

完全不显著.无论Probit模型或补对数－对数模型都显示父亲为官对子女创业的抑制作

用非常重要,而中介效应模型则再一次表明即使分别控制父母为官情况,教育年限依然是良

好的中介变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前文回归的稳健性补充,从而初步完成了对命题３
的验证.但是,上述工作需要注意两点:第一,父母的行政级别可能存在相关性.从 CGSS
调查数据看,母亲级别在副处级以上的家庭,父亲往往也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反之却不成

立,这使得有理由怀疑父亲为官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母亲为官的难度.自变量之间

存在相关性,传统观点认为是出现了多重共线性,而现代观点认为这是模型设定偏误,即只

要剔除不大重要的自变量即可.为此剔除相对不显著和不重要的母亲为官变量重新回归,
结果见表８的(２)、(４)和(６),这再次证明了父亲为官抑制子女创业的效果.第二,对父亲为

官更能抑制子女创业的原因,如果同样符合本文故事的猜测,应该观察得到父亲为官的家庭

子女的教育年限更长.但是影响受访者教育年限的因素还有很多,而父亲一方为官和母亲

一方为官的家庭可能在初始状态就有很大差异,因此简单的描述统计或控制变量回归无法

得出准确结论.我们尝试引入自然实验的方法,以比较父母为官对子女教育年限的不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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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需要回答如下问题:“如果仅有母亲为官的家庭变成仅有父亲为官的话,子女的教育年限

会发生什么变化”.① 这当然是一个反事实问题,因为仅有母亲为官的家庭不可能变成仅有

父亲为官,而本文面对的样本是截面形式,因此采用倾向评分匹配(PSM)进一步识别父母

为官对子女教育水平的净影响差异.PSM 结果见表９,篇幅所限只报告三类平均干预效应

(虚拟变量定义过程略).

　　我们看到,在进行１对４近邻匹配后,处
理组平均干预效应(ATT)为－２．１１０,表明

在家庭其他条件近似相等的情况下,仅母亲

一方为官的子女教育年限平均要比仅父亲一

方为官短最少２年.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平
均处理效应(ATE)与处理组平均干预效应

表９　父母一方为官家庭

对子女教育年限的平均干预效应

处理组 对照组 净效应

ATT １４．３６０ １６．４６９ －２．１１０
ATU １６．２００ １５．６２５ －０．５７５
ATE －２．００７

(ATT)的差距非常小,表明选择偏差经过选取的匹配变量识别后已经微乎其微,这也证明

了进行PSM 所选择的匹配变量比较合理,PSM 结果可信.综上所述,父亲为官确实比母

亲为官更能提高子女受教育水平,从而进一步抑制了创业发生,本文所描述的教育筛选故事

可以解释子女创业的抑制基本源自父亲为官的事实.

七、结　论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官员家庭对子女的创业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

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以行政级别而非笼统的公务员身份来识别官员家庭,父母为官

对子女创业动机将产生显著抑制作用,原因是官员家庭子女受教育水平普遍更高,教育筛选

机制促使高学历劳动力偏向于选择较低风险的非创业型工作.为了进一步验证官员家庭对

子女创业的影响机制,文章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对不同户籍状况的官员家庭子女

进行了分类检验,并充分考虑在党政机关和直辖市任职官员的特殊性,证明了官员家庭主要

抑制非农户口子女的创业,且抑制创业的事实并不因为官员地理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另一

方面,甄别了可能与教育筛选机制并存的“在位避嫌”与“人走茶凉”.结果表明,“人走茶凉”
的效应完全没有被观察到,“在位避嫌”虽然同样带来了官员家庭对子女创业的抑制,但显著

性很弱,并不足以替代“教育筛选”作为核心机制.最后文章通过分别识别父母行政级别讨

论了抑制效应的来源,指出了官员家庭降低子女创业概率应该主要归因于父亲为官,母亲为

官的影响并不明显.进一步基于PSM 的反事实检验则表明父亲为官相比于母亲为官更能

促进子女延长教育年限,因而同样符合教育筛选的故事.

　　本文研究有利于推进对官员家庭子女这个特殊群体的就业选择问题的认识.有理由认

为,仅仅以父母是否为公务员或党员作为识别标准,讨论官员家庭子女的创业影响因素是容

易产生误判的.拥有行政级别尤其是副处级以上实权级别的官员家庭,与一般的公务员或

党员家庭在对后代的择业选择影响上必然存在差异.我们相信官员家庭为子女创造更良好

的教育条件,从而普遍延长后代教育年限将成为影响子女创业选择的关键.由于教育筛选

机制本身是一种“自选择”行为,不会造成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损失,官员子女如果是因为教育

筛选而更多地选择非创业工作,并不值得担心.当然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近年来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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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力度空前的反腐败工作产生的效果我们无从检验,相信这也将成为官员家庭抑制子女

创业的重要环境因素,值得今后进一步讨论.

　　当然,禁止或至少在较大程度上限制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对预防腐败和滥用职权

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坚持施行.在此基础上,如何进一步细化禁止性条例,规范官员子女从

事相关工作的行为,将成为政策完善的方向.如果对所有干部,其子女无论个人现实情况如

何,在任何地方都不能经商或创业,可能会造成官员后代就业的“逆向歧视”,如何兼顾监督

官员和最大限度保障就业公平就显得非常重要.２０１５年５月４日上海率先公布实施«关于

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其中一些规

定给予了我们进一步完善政策的启发.例如该规定明确指出省部级领导干部配偶不得经商

办企业,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上海经商办企业;市级领导干部、市各委各部门正局职、市政

府各部门、区县党政正职、市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及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等重

点管理岗位的领导干部,其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其子女不得在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或业务

范围内经商办企业,不得在上海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类似这

样的规定体现了对不同级别、不同部门领导的差别化规范要求,也体现了对配偶和子女的差

别化规范要求,在监督官员行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就业公平的保障,就能有效减轻规定可能

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效率损失.

　　促进大众创业是政府当前的重要政策目标,有利于缓解国家整体就业压力,充分释放劳

动者个体创造力,优化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劳动者个人、政府、社
会等多方面共同努力,其中不能忽略的是重塑人们对创业的看法.高学历劳动力之所以不

愿意选择创业,主要是因为普遍认为创业风险和不确定性太大,而这可以通过政府制定更加

完善和有力的创业支持政策来解决.政府如果能够对创业资金和创业知识匮乏的劳动力进

行更大幅度的支持帮助,例如给予力度更大的创业资金资助或创业贷款优惠,提供更加专业

和完善的创业知识培训与咨询帮助,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善人们对创业风险的看法,从而进一

步促进潜在创业者实施创业计划,实现大众创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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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ysteryofCurbsonChildren
EntrepreneurshipinOfficialFamilies:

ExplanationBasedonEducationScreening

ChenHao１,LüYue２

(１．InstituteofInternationalEconomy,UniversityofInternationalBusiness
andEconomics,Beijing１０００２９,China;２．ChinaInstituteforWTOStudies,

UniversityofInternationalBusinessandEconomics,Beijing１０００２９,China)

　　Abstract:ThispaperinvestigatestheeffectsofofficialfamiliesontheirchildrenentreＧ
preneurship,andfurtheranalyzesitsinternalmechanism basedonthedataofChinese
GeneralSocialSurvey．Itcomestothefollowingconclusions:firstly,theofficialfamilies
significantlyrestrainentrepreneurialbehavioroftheirchildren,andreducetheprobability
ofoccurrenceofentrepreneurship;secondly,educationscreeningmechanismissuitablefor
explainingthephenomenonofcurbsonchildrenentrepreneurshipinofficialfamilies,

namelythechildrenfromofficialfamiliesgenerallyhavelongereducationallife,andthus
donottendtobemorelikelytochooseriskierentrepreneurialjobs;thirdly,thecurbson
entrepreneurshipinofficialfamiliescomemainlyfromfathersastheofficials,andmothers
astheofficialsdonothavesignificanteffectsonchildrenentrepreneurship．Inaddition,it
furtheridentifiestwopossiblemechanismsofcurbsonentrepreneurshippossiblycoexisＧ
tingwitheducationscreening．AlthoughofficialfamiliessimilarlyrestrainchildrenentreＧ
preneurshipowingtoavoidingarousingsuspicions,educationscreeningisstillthemost
importantrealisticmechanism．Robustclassificationtestsupportstheaboveconclusions
andconcludesthepolicyideasforencouragingentrepreneurshipandensuringequitableemＧ
ployment．
　　Keywords:officialfamily;children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screening;mediating
effect;rareeventdeviation (责任编辑　许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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